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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的价值研究 

胡 键 

 

【摘要】“一带一路”五年来取得了重要成就，这一情况反映了“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沿线国

家广泛的认同和接受，但在一些国家、一些地区以及一些项目的合作中也遭遇到一些困境。原因非

常复杂，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沿线国家尚未构筑“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同价值，从而使合作缺乏

持久有效的基础和发展动力。鉴于此，沿线各国需要共同构筑“一带一路”的价值。当然，这种价

值并不需要重新打造，而是从沿线多样文化、多样文明中去寻找和提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最大

价值公约数，使之成为“一带一路”实践的引导力、凝聚力，并在沿线国家中产生“一带一路”合

作的向心力。只有这样，“一带一路”的合作才会持久，合作的实践才会在不断深化中产生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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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Valu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bstract: Th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reflect its wide recognition and acceptance by countries along its route, but it has also 

encountered some difficulties in cooperation with some countries, regions, and projects. The 

reasons for this are complex, bu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e fact that the countries 

concerned have not yet adopted the common value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ausing the 

lack of a lasting and effective basis of power for the initiative’s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light of this,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need to work together to build the valu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is value does not need to be reinvented, and we need to seek and extract 

the 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 of value from the diversity of the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 in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nations along the route, guiding and making a cohesive force of the 

practice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generating centripetal force for cooperation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nly then will cooperation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e sustainable 

and its practices deepen effectively.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mmon values; diversity; the 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 of value 

Author: Hu Jian is Director and Professor at the Research Centre of Soft Power,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胡键            <<中国与国际关系学刊>> 2018年第2期 

2 

 

引 言 

“一带一路”倡议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倡议，五年来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

融通和民心相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这就意味着，作为一项战略性的国际合作倡议，它虽然

由中国提出，但显然有十分重要的国际基础。根据笔者的观察，“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基础主要来

自以下两大宏观性因素：一是中国过去的发展得益于世界各国的支持。众所周知，中国是通过对外

开放融入国际体系之后才取得现代化的伟大成就，而在对外开放过程中，通过“筑巢引凤”的方式

不仅获得了外部资金的支持，也获得了外部技术的支撑。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高速发展表明中

国是开放国际体系中的最大获益者。当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也理解自己的责任

①。所以，在联合国维和、人道主义救助、环境保护、流行性疾病防疫等方面，中国都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二是中国从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家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其发展理念从“离不开世界”

转化为“反哺世界”。“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就是中国反哺世界发展理念的具体载体。然而，我们

也要承认，“一带一路”五年来的实践遭遇了不少问题和困惑，以至于有的项目难以推动，有的被搁

浅，等等。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非常复杂，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沿线国家尚未构筑“一带一路”

倡议的共同价值，从而使合作缺乏持久有效的基础和发展动力。鉴于此，本文专门探讨构建“一带

一路”共同价值的可能性问题。 

一、为什么要构建“一带一路”的共同价值？ 

既然“一带一路”是经济发展的战略合作倡议，那么就应该构建一种沿线国家关于在“一带一

路”框架内长期有效合作的共同价值。这实际上是跨国战略合作和国际组织构建的一条基本经验。

在这里，笔者将以两个案例为证，一个是欧盟，一个是上合组织。 

欧洲一体化的重要成果就是建立欧洲联盟，而欧洲联盟能够成功建立并非只是为一体化而一体

化，而是基于共同价值。国内学者对欧盟共同价值的研究较少，更多关注的是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进

程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尤其是关注欧盟作为一种全新的“规范性力量”能否成为地区治理乃至全球

治理的一种新模式。②有的甚至担心欧盟这种“规范性力量”会运用其规则、价值观及观念来规范世

界政治和经济，从而演变为对世界的一种“规范性强权”。③但是，也有少数学者对欧盟的共同价值

进行了了解与研究，认为欧洲一体化建立在“和平”与“安全”两大基本价值之上。④回顾欧洲一体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15 页。 
② 洪邮生：“规范性力量欧洲与欧盟对华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年第 1期，第 52-65 页；张茗：“‘规范

性力量欧洲’：理论、现实或‘欧托邦’？”，《欧洲研究》，2008 年第 5 期，第 1-16 页。 
③ 崔宏伟：“‘规范性强权’欧盟与中欧关系的和谐发展”，《社会科学》，2007 年第 11 期，第 54-61 页。 
④ 杨逢珉：“和平与安全：欧盟对外政策的基本价值理念”，《欧洲研究》，2008 年第 3 期，第 143-1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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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进程，我们不难发现欧盟内部所蕴含的共同价值。欧洲之所以走上一体化道路，就是因为欧洲

长期来饱受战乱之苦，以至于欧洲的思想家们一直在思考如何避免欧洲陷于战乱的问题。早在 1625

年格老秀斯（Hugo Grotius）就在《战争与和平法》中提出国家之间的矛盾避免诉诸武力解决的可能

性问题。18 世纪以后的欧洲战乱频仍。在这种情形下，一些思想家如圣－皮埃尔（Jean Pierre）提出

了“永久和平方案”，第一次将“永久和平”视为一种崇高的理念，甚至提升到价值的层面。1795 年，

康德（Immanuel Kant）在《永久和评论》一书中进一步提出了建立世界联邦以实现永恒和平的设想。

区别在于，不同的思想家对欧洲一体化的设计有所不同。早期的思想家们既有邦联主义的设计方案，

也有联邦主义的理想。而冷战结束以后，一些思想家如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则是把欧洲一

体化置于超越民族国家即“后民族结构”的语境下来设计。他认为，“后民族结构”意味着必须用超

越民族公共领域的交往关系来建立欧洲的一体性。一体化本来是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成就，

但在一体化的过程中，民族国家正在失去力量，特别是在国家的调节功能、国家的古典组织功能等

方面，国家已经失去了它的“优先性”，代之而来的则是“超越民族国家的治理”。⑤但实际上，从圣

－皮埃尔（Jean Pierre）的邦联主义理论到康德（Immanuel Kant）的“永久和平论”，从库登霍夫－

卡勒吉（Kudenhoff- Kareski's）的“泛欧运动”到白里安（Aristide Briand）的“欧洲联盟计划”，等

等，几乎所有关于欧洲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都是为了避免欧洲重新发生战争，建立一个在合作基础

上的永久和平的欧洲。⑥因此，“和平”与“合作”才是构筑欧洲一体化共同价值的两大精神支柱。

“和平”与“合作”的共同价值包含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即“更加统一，更加多样化”（more unity 

and more diversity）。“更加统一”反映的是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开放性，体现的是“合作”的价值；而

“更加多样化”彰显的是欧洲一体化的文化包容性，体现的是“和平”的价值。因此，文化的包容

性和政治的开放性就构成了欧洲一体化即欧盟的共同价值理念的基本内容。正因为如此，尽管目前

欧洲一体化遭遇例如英国脱离欧盟等诸多困境，但欧盟依然还能正常运行。 

再来看上合组织，这是一个全新的地区多边机构。前身是“上海五国”会晤机制，主要是为了

解决苏联解体后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之间的边界问题和军事互

信问题。经过五年的发展，“上海五国”基本上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但由于冷战结束后传统安全问题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地位逐渐下降，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在中亚地区呈现出合流的趋势，

并直接威胁到相关国家和整个中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面对这种复杂的新情况，“上海五国”于 2001

年在上海正式升格为一个地区多边组织即上合组织。除了上述五个国家外，乌兹别克斯坦也成为创

                                                        
⑤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84 页。 
⑥ 胡键：“欧洲的‘后现代性’及其对中国国际角色的认知”，《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 年第 6期，第 65-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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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国。最初，上合组织并没有一个共同价值，但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以“和平、合作、平等、协商，

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内容的“上海精神”，这也成为上合组织的共同价值。在这种共同

价值的支撑之下，上合组织才获得强劲的发展动力。⑦近 20 年来，上合组织的发展也引起了世界的

关注。未来的上合组织不仅能够为地区各国树立起牢固的安全屏障，架起经济、文化交往的桥梁，

还能够开辟一条区域合作的新路径，促进成员国的包容发展、绿色发展、创新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⑧ 

欧盟和上合组织的发展历史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发展有重要的启示。第一，建立在共同

价值基础上的合作才具有持久性。前文述及，欧盟虽然目前遭遇一些困境，但几个世纪以来思想家

们的艰辛探索为当今欧盟深入持久的合作构建了一套共同价值。因此，欧盟绝对不会因英国的“出

走”而解体。上合组织的发展不仅因为其具有新功能（最初合作的两大轮子：非传统安全合作和经

济合作）、新机制（平等、开放、不针对第三方）、新理念（即“上海精神”），还因为在“上海精神”

的共同价值支撑下其内部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的功能不断外溢（从非传统安全合作、经济合作

到其他各个领域深度且有效的合作）。第二，价值的功能在于导向。如果没有价值的导向，任何治理

都会丧失其目标。⑨“一带一路”倡议虽然从主观目的上来看不是为了构建一种地区治理的方案或模

式，但客观上它通过促进沿线国家尤其是欧亚大陆各国的经济发展在客观上发挥了通过经济发展塑

造欧亚大陆秩序的作用。⑩因此，“一带一路”就需要一种共同价值作为导向，以避免盲目塑造相应

的地区秩序。第三，“一带一路”是跨国合作倡议，沿线国家不仅社会制度不同，而且宗教、文化、

民主结构等差异非常大，不同的国家所追求的目标不一样，所持的价值理念也大相径庭。如果没有

基本的共同价值，就很难进行有效的合作。而共同价值就相当于从不同文化、宗教、民族、社会制

度等方面提取出来的最大公约数，是共同认同的价值，这样的价值才能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

实践中深度、有效发展。 

二、什么是“一带一路”的共同价值？ 

共同价值无疑是以多样性、多元性、复杂性为前提的，单一性、一元性和简单性就无所谓“共

同价值”，而是“自有”价值。既然是“共同价值”，那么就意味着在共同价值之外还有不同的价值。

因此，在寻找“一带一路”共同价值的时候，必须承认沿线国家各民族价值存在的差异性。这也就

给寻找“一带一路”共同价值增加了困难。但是，既然是跨国、跨地区的合作，又要使这种跨国、

                                                        
⑦ 胡键：“论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动力”，《社会科学》，2005 年第 6期，第 45-50 页。 
⑧ 孙壮志：“新时代上合组织的新作为”，《人民论坛》，2018 年第 10 期，第 38-40 页。 
⑨ 胡键：“全球治理的价值问题研究”，《社会科学》，2016 年第 10 期，第 3-15 页。 
⑩ 胡键：“‘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欧亚大陆秩序的重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 年第 4期，第 13-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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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地区的合作具有长期的实际成效，就必须寻找到一种可以被沿线各国所接受的共同价值。当然，

“一带一路”的共同价值不是重新构建，而是在各国既有的文化中去寻找、抽取和提炼。那么，如

何去寻找、抽取和提炼“一带一路”的共同价值呢？ 

第一，一个前提是要明白“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容和目标究竟是什么。“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来

后，关于其内容的研究颇多，并形成了一系列有关“一带一路”的话语和观点。例如“‘一带一路’

是中国崛起的大战略”11；“‘一带一路’是中国的新国际主义外交战”12；“‘一带一路’是中国的新

马歇尔计划”13；“‘一带一路’是中国过剩产能的对外转移战略”14，等等。此外，一些学者在对外

宣传的过程中更是把“一带一路”视为诸如“中国引领新型全球化的方案”、“中国的全球治理方案”、

“再造中国，再造世界”的方案等。实际上，从最初提出的设想来看，“一带一路”并没有承载如此

多的功能，其最主要目标还是通过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来提高中国的对外开放水平和完善中国对外

开放格局。众所周知，中国过去的对外开放主要始于东南沿海地区，也就是从四个经济特区、十四

个沿海开放城市到沿海经济开发开放区的对外开放格局。而中西部的开放程度仍然十分有限。即使

是这样并不完善的开放格局，也使中国真正融入了国际体系，使中国在既有的全球化体系中实现崛

起。另一方面，这种开放格局也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地区二元现象，即东岸沿海地

区发展迅速，而中西部地区发展缓慢。这种情形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成为实现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

最大障碍。因此，中国需要一个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以促进社会经济和现代化的平衡发展。既

然中国是由于融入国际体系而实现崛起，那就意味着中国的发展的确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

同样，发展起来的中国必须要为世界的发展做更大的贡献，也就是前文所述的反哺世界。因此，“一

带一路”可谓具有“一举两得”的功能：它既是促进中国内部平衡发展的经济计划，也是把中国发

展的势头延伸到世界各国（首先是中国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设想。。不过，充分发挥后一种功能需

要沿线国家的友好合作，单独靠中国一国绝不能完成这种跨国、跨地区的合作使命。 

第二，一个重要的现实是要明白“一带一路”穿越了复杂多样的文明形态，沿线各国的民族、

宗教情况十分复杂，所以各族民众所持的价值也各异。从地缘经济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周

边的核心是中亚—南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东盟国家）。本文以中亚—南亚地区为例。需要强调的是，

                                                        
11 姚勤华：“‘一带一路’系中国崛起的大战略”，《社会观察》，2015 年第 6期，第 20-21 页；信强：“‘三重博

弈’：中美关系视角下的‘一带一路’战略”，《美国研究》，2016 年第 5 期，第 19-30 页；刘昌明、姚仕帆：“‘一

带一路’倡议下中国的欧亚一体化战略与大西洋主义”，《太平洋学报》，2016 年第 11 期，第 56-66 页 
12 李文、蔡建红：“‘一带一路’对中国外交新理念的实践意义”，《东南亚研究》，2015 年第 3期，第 4-6 页；胡宗

山、鲍林娟：“‘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外交新动向”，《青海社会科学》，2016 年第 4期，第 27-32 页。 
13 金中夏：“中国的‘马歇尔计划’——探讨中国对外基础设施投资战略”，《国际经济评论》，2012 年第 6期，第

57-64 页；另外还可参见金玲：“‘一带一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国际问题研究》，2015 年 1 期，第 90 页。 
14 熊艾伦、范勇建、张勇：“‘一带一路’与过剩产能转移”，《求索》，2015 年第 12 期，第 75-79 页；张理娟、张

晓青、姜涵、刘畅：“中国与‘一带一路’产业转移战略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16 年第 6期，第 82-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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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把中亚与南亚看作一个地缘结构内的不同部分，原因在于四点。其一，历史上，中亚、南亚实

际上是一个整体，统治印度 300 多年之久的莫卧儿王朝是突厥化的蒙古人帖木儿的后裔巴布尔在印

度建立的封建专制王朝，但王朝的政治中心长期在阿富汗的喀布尔。喀布尔从地缘上来说就是连接

中亚与南亚的枢纽，喀布尔的形势从某种角度来看就是中亚、南亚形势的风向标，在地区稳定与反

恐问题上尤其如此。15其二，中亚与南亚在地缘上的分割时间并不太长，也就是苏联存在的 70 多年。

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为了寻找出海口和从经济上融入国际体系，中亚各国

实行了多向化的平衡外交，其中一个方向就是南亚。对中亚国家来说，南亚国家既关系到自己的安

全问题，也是它们能源的主要消费国。其三，南亚的两个大国——印度、巴基斯坦已经正式加入上

合组织，而该组织曾经主要是为了维护中亚地区稳定和促进中亚各国经济发展而成立的地区组织。

当然，印度、巴基斯坦在没有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之前就已经是该组织的观察员国。因此，它们与

中亚各国的联系非常紧密。其四，中亚—南亚地区的宗教、文化及民族构成最为复杂。由于历史上

被不同的外来势力统治，征服者不仅带来了屠杀，也带来了文化。因此，中亚—南亚地区最初都是

以本土文化为主，在此基础上诞生了诸多本土化的宗教，如印度教、佛教、萨满教、祆教、道教、

摩尼教、景教等。这一情况一直维持到伊斯兰教传入，历时千年之久。后来，佛教从印度向西北方

向发展，逐渐成为中亚—南亚地区的主导性宗教，到公元四五世纪时，佛教已成为中亚地区和中国

新疆的主要宗教，并且与其他宗教在中亚地区呈现出多元并存的“教缘”格局。这种情形大致延续

了 300 年，随着 7世纪阿拉伯帝国的兴起，伊斯兰教随着阿拉伯帝国的领土扩张迅速征服中亚地区。

大约在 16 世纪初，伊斯兰教在东察合台汗国的强制推行下，最终取代佛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换

言之，伊斯兰教经过几个世纪的宗教战争彻底征服了中亚和中国新疆地区。
16
中亚地区不仅宗教复

杂，民族构成也非常复杂。中亚五国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数量最多的是哈萨克斯坦，境内有 131

个民族，民族数量最少的塔吉克斯坦也有 80 多个民族。
17
实际上，由于历史的原因，南亚的阿富汗、

巴基斯坦、印度的民族构成也非常复杂。民族构成的复杂性给中亚—南亚地区的稳定带来了巨大的

挑战。宗教、民族的复杂性反映的是文化的复杂性。从历史来看，中亚—南亚地区是突厥文化、佛

教文化、波斯文化、伊斯兰文化、斯拉夫文化、道教文化、西方基督教文化等，各文化之间既有长

期并存的情况，也有此消彼长的格局。这就是亨廷顿所说的“文明断层线地带”，如果“文明断层线

地带”强调排他性的文化个性特征，那么如亨廷顿所说，“最危险的文化冲突是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发

                                                        
15 参见林太：《印度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2 年版，第四、十章。 
16 陈新奇：“八世纪前后中亚地区的宗教演变”，《新疆地方志》，1992 年第 2期。另外还可参加[美]胡曼·佩马尼

著：《虎视中亚》，王振西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4-39 页。 
17 赵常庆主编：《十年巨变·中亚和外高加索卷》，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7 页。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8%96%E6%9C%A8%E5%84%B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B4%E5%B8%83%E5%B0%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B0%E5%BA%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B0%E5%BA%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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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那些冲突”
18
；如果把“文明断层线地带”转化为“文明的交汇地带”，那么就意味着文化是在

交流、对话中不断融合的。 

第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价值上寻找不同文明形态的最大公约数，也就是要厘清哪些价

值是不同文明形态、不同文化类型、不同宗教、不同国家的民族在价值上的最大公约数。当然，我

们不能像大海捞针一样来寻找“一带一路”的共同价值，需要在已经提炼出来的某些价值基础上进

行升华。“一带一路”所穿越的地区民族、宗教、文化都非常复杂，国家众多，社会制度差异很大，

但“一带一路”倡议强调的是经济发展的现代化目标，在一些已经开展成熟合作的地区实际上已经

提炼出一些被该地区人们所接受的共同价值，“一带一路”的共同价值将会吸收此类价值。我们简单

梳理一下，可能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价值源的合作机制有：联合国、亚信会议、上海合组织、

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首先，“一带一路”倡议不能违背联合国的精神，

而是要更进一步弘扬联合国关于“安全、发展、人权、正义”的价值精神。也正因为如此，“一带一

路”才被写入联合国的决议之中。其次，亚信会议倡导的“互信、协作、和平、安全、发展”也为

“一带一路”贡献了价值源。再次，上合组织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

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直接就可以转化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价值，当然“一带一路”的实践

将进一步使“上海精神”升华。此外，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倡导的“相互尊重、互信、包容、合作、

共赢”的价值，金砖国家倡导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义利相兼”的价值，等等，都蕴含了

人类共同和共通的价值目标，因而为“一带一路”提供了相应的价值源。而这些价值都指向一个共

同价值目标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因此，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宗教、文化等提取出

来的价值最大公约数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 

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须从三个维度来认识：第一个维度是人类的维度，即人类而不是

其他的类，是因为人有别于其他类而拥有共同、共通、共识的价值来支撑自己的一切活动。除此之

外的其他物种都不可能有价值，它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一种本能。也就是说，“一带一路”是为了人类

的共同目标而提出的一种发展倡议。换言之，“一带一路”的实践就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抓

手，而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全人类的合作，并非中国一个国家就能够实现的。第二个维度是人

类命运的维度，即当今世界人类所遭遇的各种困境都是共同的，人类的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在关乎人类命运的问题上是超越一切的，只关乎人类的。例如，气候变化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环

境保护问题、流行疾病防疫问题等，都是关乎人类命运的问题，而不是具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

问题。人们常说地球就是一个村落（即“地球同村”），但笔者认为她更小，地球就是一个里（古代

                                                        
18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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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25 家为一里，也就是“世界同里”）。第三个维度是共同体的维度。这个共同体并非是卢梭意义

上的共同体，按照卢梭所言，“一旦人们这样结合成一个单一的共同体，那么对共同体任何一个成员

的伤害必然意味着对整个共同体的伤害，而对于共同体即使是更为微小的伤害也会使所有成员感受

到”19。在人类尚未结成单一的共同体，而是拥有各个不同共同体的情况下，卢梭所说的共同体显然

是针对外部其他共同体或任何第三方的。事实上，冷战时期的北约、华约都是卢梭所讲的共同体。

但是，当人类普遍结成了一个单一的共同体，即全人类都处在一个共同体中的时候，人类就面临着

共同的敌人即非传统安全威胁，非传统安全威胁对人类共同体任何一个成员的伤害也就意味着对整

个共同体的伤害，这就会促使人类共同体全体成员加强协作来共同应对这种伤害，以保护所有成员

乃至整个共同体的利益。因此，作为价值公约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展开来就是：和平安全、

诚信合作、平等协商、共赢发展、包容互鉴。这些构筑起“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同价值基础。 

三、如何提取“一带一路”的最大价值公约数？ 

    寻找到最大的价值公约数是一回事，提取最大的价值公约数则是另外一回事。毕竟不是数字符

号，价值公约数的提取涉及的是人的问题、民族的问题、国家的问题，简而言之是文化的问题。因

此，提取最大价值公约数必须要从民族、国家和文化现实出发，切不可以主观的名义进行“一刀切”

或“一厢情愿”地想当然而为之。在文化和价值方面，最容易陷入“以我为主”的文化自负感。特

别是，由于“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提出，于是就有人从中国的文化、价值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认

为必须是中国的价值才可以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同价值，必须是中国的文化才可以成为“一

带一路”的文化，等等。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文化输出论”、“中国文化主导论”、“中国价值优先

论”、“中国价值引导论”等。这种情形显然既不利于推进“一带一路”，也不符合现实情况。因此，

必须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现实出发来提取沿线国家的最大价值公约数。当然，中国的

价值必然要作为其中的一种重要元素而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价值构成。例如，儒家倡导的“先

义后利、以义为上”，墨家强调以“国家百姓之大利”为义等价值都可以转化为当代中国外交新的价

值取向，即一方面秉承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义利合一”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在新的形势下，当

前中国的外交实践也对中国传统的义利观进行了新的发展。其一，坚持和平发展的世界大义，坚持

合作共赢的世界大利。其二，坚持“和为贵”的理念。“和”即“协调”，就是处理各个利益主体之

间的矛盾，以实现组织目标；“和”又意味着“团结合作”，将个体优势合并成团体优势，提高效率

与创造更大价值。其三，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强调必须尊重人的价值。这些价值主张都无疑会成

                                                        
19 [法]让-雅克·卢梭著：《社会契约论》，徐强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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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带一路”倡议价值的组成部分。不过，“一带一路”的价值绝对不是中国一家的价值构筑起来

的，而是沿线国家价值的最大公约数。 

第一，和平与安全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当今，人类对和平与安全的渴望超越了任何一种其

他的价值需求。“和平”这种价值实际上是当今世界最基本的价值，没有和平与安全，其他任何的价

值追求都是假的，也都难以实现。正如前文所述，欧洲几个世纪以来的一体化诉求归根到底就是对

和平的追求。而和平与安全对于那些曾经遭受过和正在遭受战乱的地区的人们来说尤其显得稀缺而

弥足珍贵。中亚—南亚、中东地区是冷战结束以来最动荡的地区，其中既有大国力量的地缘政治博

弈，也有包括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的因素。动荡不安不仅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而且直接造成了

人道主义危机，特别是源自于中东地区的难民危机已经成为危及周边地区尤其是欧盟的一个重要政

治因素。英国退出欧盟表面上是英国当时领导人的个人政治动机，但深层次原因还是欧盟所遭遇的

种种危机，其中就包括难民危机所引发的欧盟政治危机。因此，和平与安全这种价值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 

第二，诚信合作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的价值需求。沿线国家尤其是苏联解体后

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对合作的愿望超出其他任何国家。一方面，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民

族主义浪潮迅速成为一股洪流，中亚国家正是在这种洪流的影响下而成为独立主权国家的。然而，

民族主义的洪流并没有因中亚的独立而平静下来，相反，这股洪流一方面继续揭开民族与民族之间

仇恨的外衣而使之演化为民族纷争与民族冲突；另一方面，民族主义走向极端化后与恐怖主义、极

端主义合流，形成一种对中亚主流社会产生巨大消解作用的反建制力量。这两种情形都会导致中亚

地区乃至整个欧亚地区地缘政治的碎片化。在这种情形下，中亚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出现了逆转，

从解构联盟走向区域合作。
20
正是在这种强烈的愿望之下，中亚国家不仅参与了上合组织、欧亚经济

联盟等合作机制，而且对 2013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首次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提出的共同

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持积极的态度。“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实践不只是中国与沿线其他国家

之间的合作，更是相关国家企业之间具体项目的合作。“一带一路”的内容是互联互通，而互联互通

的目的是推动相关国家、相关企业的深度合作、有效合作。无论是相关国家之间的合作还是企业的

项目合作，都必须以诚信为基础。鉴于此，不少学者提出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信用评价体

系建设，努力构建“一带一路”的信用评价体系。21实际上，诚信在沿线各国的文化传统中都占据十

分重要的位置。 

                                                        
20 胡键：“从解构联盟到区域合作：中亚民族主义价值取向的嬗变”，《世界民族》，2008 年第 5期，第 1-8 页。 
21 谭文君、崔凡、董桂才、孙巧莉：“‘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别信用评价体系的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18 年第

4期，第 79-84 页等。 

http://kns.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Q&sfield=%e4%bd%9c%e8%80%85&skey=%e8%b0%ad%e6%96%87%e5%90%9b&scode=30589142;06133152;06634441;06137312;
http://kns.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Q&sfield=%e4%bd%9c%e8%80%85&skey=%e5%b4%94%e5%87%a1&scode=30589142;06133152;06634441;06137312;
http://kns.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Q&sfield=%e4%bd%9c%e8%80%85&skey=%e8%91%a3%e6%a1%82%e6%89%8d&scode=30589142;06133152;06634441;06137312;
http://kns.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Q&sfield=%e4%bd%9c%e8%80%85&skey=%e5%ad%99%e5%b7%a7%e8%8e%89&scode=30589142;06133152;06634441;06137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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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一带一路”的合作并不是强制性合作，各类项目也不是强制推行的项目。最初，一些

学者缺乏正确理解，把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认为是中国建设“一带一路”。这完全是一种误读。

“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倡议，但需要与沿线各国共同来推进。鉴于此，一方面，中国首先是与

相关国家协商签署“一带一路”的框架协议，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合作项目中也同样是本着平等的

原则进行友好协商，而不是硬性推行。因此，境外一些媒体认为中国在一些国家制造了债务危机，

这种说法实际上错误地认为“一带一路”的项目合作是中国单方面推进的。即便在某些国家存在所

谓的“债务危机”，也只能说是在合作开始的时候，由于对合作的具体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而没有协

商好相应的机制。况且这种债务危机也并非单方面的，而是合作双方都面临的。总之，平等协商的

价值贯穿“一带一路”项目合作的始终。 

第四，“一带一路”穿越的国家和地区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都有经济发

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强烈愿望。与此同时，中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所开创的发展道路

和所创造的发展奇迹，对沿线国家尤其是中国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的溢出效应。正如前文所述，中

国也试图努力把自己的发展势头向周边和更远的地区延展，让相关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东风。当然，

中国内部的发展依然不平衡，在东南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地区二元现象，这种

地区性的二元现象已经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战略的重要障碍。因此，中国要继续加快内部经济发展

和继续全面对外开放，目的就是要促进中国内部的平衡发展。与当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一样，

促进中国内部的平衡发展同样离不开世界。因此，一方面，中国加强内部的互联互通，不断改善中

西部的基础设施和宏观经济环境，既要引导东南沿海地区的资金投向中西部地区，也要通过改善中

西部投资环境吸引外部资金。另一方面，在内部互联互通的基础上，加快中国与外部的互联互通，

在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基础上，促进国内市场要素与国际市场要素在中国内部市场与外部市

场的顺畅流通，以促进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共同发展和共赢发展。 

第五，“一带一路”穿越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社会制度，尤其是文化的陌生感往往会导

致对抗与冲突。“一带一路”的“五通”基础是民心相通，也就是要加强跨文化交流。既然是跨文化

交流，就不是中国文化“走出去”那么简单，尽管中国文化成功“走出去”的不多，原因可能就在

于单纯地想到自己文化如何走出去，而没有考虑外国民众是否接纳中国文化。“一带一路”的实践尤

其强调文化上的对话与交流，最终达到相互接纳和相互融合。这样才能够促进民心相通。古丝绸之

路最初是因战争而起，却是因文化而兴。而在文化交流中，在古丝绸之路上不是中华帝国将东方文

化强制向西域和更远的地区输出，而是中华帝国主动“拿来”外来文化。例如，张骞出使西域以后，

带回诸多有形的物质文化产品，包括西域的葡萄、苜蓿、胡萝卜等，还带回来西域无形的精神文化，

如西域音乐等。据《晋书》记载：“胡角者，本以应胡笳之声，后渐用之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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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

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俱存，用者有《黄鹄》

《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杨》《望行人》十曲。”
22
这段话

表明，张骞曾在长安传授他滞留西域时所接触到的“胡曲”。谈到“胡文化”，《后汉书》有记载：“灵

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
23
也就是说，在

汉灵帝的时候，“胡文化”一度成为大汉帝国中上层的“流行文化”。自魏晋时期到唐宋时期，中原

王朝对佛教文化也是主动“请进来”的，并一度成为“国教”。当然，中原王朝也会对外来的文化进

行创新并且返回去影响其来源国，尤其是佛教，在中国被革新后又返回去影响印度。
24
上述情况表明，

古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不是单向性的，而是双向互动的，因而才在陌生、对峙、交流中不断融合

产生新的文化元素，推进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不断发展。当今，“一带一路”的民心相通更加

需要在包容互鉴中来进行跨文化交流。任何国家在“一带一路”实践中单方面地输出本国、本民族

的文化和价值，都将注定是失败的。 

四、结语 

“一带一路”五年来的实践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功，在“五通”方面都有不凡的业绩。这意味

着“一带一路”倡议是沿线国家的共同愿望。但是，五年来“一带一路”在某些国家、某些地区和

某些具体项目上的确存在着问题，以至于一些人对“一带一路”的认识产生了分歧、误解。原因是

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一带一路”迄今尚未构筑起自己的价值基础。任何一种合作都

需要合作机制本身的凝聚力和合作各方的向心力，而价值的导向作用和引领作用则是塑造合作机制

凝聚力和产生向心力的根本性要素。“一带一路”倡议着眼于经济发展，但同时又着眼于长期的发展

和持之以恒的推进，因此，“一带一路”需要构筑自身的价值来凝聚沿线国家。不过，构筑“一带一

路”的价值基础，并非要从无中生有，创造全新的价值元素，而是从沿线国家多样化的文化中和沿

线既有国际合作机制的价值中提取最大价值公约数。 

无论各国的民族、宗教、文化和社会制度等差异有多大，人类总会存在一些共同的东西，即共

同价值。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小而言之，那些合情合理的事，不同的人想法却是相同的。

推而广之，符合人类发展趋势的价值一定是人类所共同接受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族、宗

教、文化、社会制度的差异不过是表面性的差异，而深层次中的价值尽管也有差异，但毕竟作为同

                                                        
22 《晋书·乐志》。 
23 《后汉书·五行志》。 
24 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56 页。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3%A1%E7%AC%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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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人类总会找到作为类的共同价值，甚至可以说，共同价值正是人类作为类存在的内在本质。因

此，我们把这种支撑人类作为类而存在的价值称为共同价值。 

“一带一路”倡议，从小的方面来看是中国促进本国内部平衡发展和带动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

倡议；从大的和更长远的方面来看则是关于人类共同命运的总体性发展战略。因此，“一带一路”倡

议不仅要合乎中国的文化价值，也要尊重国际道义，并在价值公约数基础上不断拓展国际道义。这

些国际道义包括：以共赢发展来拓展和平的国际价值；用经济发展的共同利益来推进共同担当国际

和平的责任；努力缩小各国的经济差距，倡导各国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国际经济事务，追求国家间经

济平等的权利；坚持开放原则，倡导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经济合作；不仅关注自身利益，也关注全

球整体利益，实现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以及关怀和促进个人福祉，使作为个体的人享

有基本的权利，实现人的全面的平等的发展。 

 

 

 

 

 

 

 

 

 

 

 

 

 

 

 

 

 

 

 




